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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之作，針對湯一介先生在中國哲學問題研究上的思考意見，進行方法論的反思，主要針對湯先生所講的中國哲學的範疇體系研究問題、內在超越特性問題、知識論、解釋學的建構問題做討論。筆者以為，湯先生有哲學議題開題的創作之功，這是他哲學家的面向，但更有推動文化復興的社會運動的實踐實效，這是他實踐家的面向。湯先生自謙非哲學家，但做為推動傳統中國文化的推手而言，筆者以為，湯先生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之交的角色扮演，勘可媲美太虛大師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人生佛教推動者的角色。今日，人間佛教已沛然莫之能禦，成為華人佛教圈的運動旗幟以及弘法路線。那麼，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呢？這就需要哲學之路和國學之路的兩路配合，互相支持。湯先生的學思與事功，還正在讓這個運動興盛創發中。本文中，筆者以中國哲學方法論反思為進路，討論湯先生對中國哲學建構的構思，提出補充針貶意見，融入個人的方法論建構意見，提出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的解釋架構，以補範疇研究的不足，以及澄清內在超越意旨的重心，並提出系統性、檢證性、適用性、選擇性的議題，充實湯先生對中國哲學知識論建構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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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湯一介先生對當代中國哲學界的影響力重點在於傳統中國文化意識的復興，中國哲學研究人才的培育，中華國學教學研究機構的催生等等，他無疑地是一位深思力索的哲學家，但卻屢屢自謙自己不是哲學家而是哲學學者，持平地說，湯先生中年時期所處的時代環境是一個特殊的封閉的環境，而他的理想則是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從束縛、一元中解脫出來，因此，湯先生一生都在開題，他提出了許多的問題，中國哲學的特殊範疇問題？中國哲學的內在超越問題？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問題？中國哲學的解釋學問題？中國宗教的特殊性問題？這是湯先生堪稱哲學家的視野高度。但是，湯先生多是開了題，卻未能深入細索地發展出來，關鍵就是，他自己同時也是一位行動派的實踐家，他辦理中國文化書院，承擔儒藏的編輯，到處講學開會、提攜後學、辦理事業，自然消耗了更多的體力與時間，但是支持他做這一切事情的關鍵就是理想主義，理想主義也是他為中國哲學提出的特色觀點之一。就這樣，在二十世紀末葉和二十一世紀開初的二、三十年間，湯一介先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最具學界影響力和民間聲望的當代大哲，他的中國文化書院，無疑地是在中國大陸急需撐起復興文化大旗的草創時期最鮮明的旗幟，隨其之後，無論是正式的學府，無論是民間的團體，一個個研究中華國學、講述傳統文化的單位不斷誕生，時至今日而有其波蘭壯闊之勢，以及政府高層的公開高度支持。無疑地，這就是湯一介先生對當代中國最巨大的貢獻，他讓中國哲學和中華國學在現實的意義上被具體化實現出來，這是巨大的事功，不只是一家理論創造的貢獻而已。

　　就此而言，筆者意識到，當代中國佛教界一位最偉大的高僧，太虛大師，堪為對比。太虛大師精準地理解佛學的絕頂深度，明確地提出佛教的發展方向，登高一呼，成為當代中國佛教人間佛教運動的總指揮，雖然英年早逝，但時隔一甲子以上的今日中國佛教界，無論中港台，無一佛教大師不是呼應他的倡議，無一佛學理論研討不是認同他的人生佛教理念，太虛大師在理論上不如印順法師的宏大巨著，但印順法師就是繼承太虛大師的路線所做的理論創作，太虛大師不如星雲不如淨慧、本煥等高僧般創造了具體的弘法事業機構團體，但他們的方向就明白地是太虛大師的方向。而今天，在中國大陸的中華國學，它必須復興的立場、它應走的道路指引、它應該有的體制建設、它所需要的人才培育，湯一介先生一一提出並做出了。而且，一如太虛大師，大小兼弘，並觀大乘般若、唯識、如來藏三系。湯一介先生也是同時認同馬克思主義，同時弘揚中國文化，並且兼闡儒、釋、道。他父親湯用彤先生是當代佛學大家，他自己是魏晉玄學與魏晉道教專家，他認為中國文化的主體還是儒家，晚年承擔儒藏編輯的工作，支持成立三智道商國學院。湯先生對弘揚中國文化的角色，就像太虛大師對開新中國佛教的角色一樣：指出發展的明確方向，自己親身投入實踐，受到萬人注目與景仰，產生弘大長遠的影響力。

　　在湯先生開題的方向上，筆者特別關注他對中國哲學及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意識，在湯先生所提的許多議題中，筆者以為，概念範疇研究進路是這一切關切的核心，既是問題的重心，也是解決問題的核心方向，可以代表二十世紀當代中國哲學家思考中國哲學現代化問題中的一條特殊思路。明確地說，這一條思路是和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進路有所不同的。而哲學基本問題的進路，從熊十力談宇宙論、本體論、體用論的時候就開啟了，後來，熊十力的繼承人牟宗三先生大談特談動態的形上學、道德的形上學、圓教的存有論；另一位當代哲學家方東美先生談價值中心的宇宙論、本體論、超本體論；以及勞思光先生談心性論、形上學、宇宙論等等。這些都是從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進路做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然而，在馮友蘭談新理學的四個命題理、氣、道、大全的影響下，又在馮友蘭以唯心、唯物史觀詮釋中國哲學，又以理學、心學講述程朱陸王之別的影響下，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更為鋪天蓋地的辯證法進路的中國哲學史觀背景下，湯一介先生從極左派的思想進路開始逐步調整自己的想法[footnoteRef:1]，認真思考中國哲學以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的問題，湯先生在不滿意以西方哲學理論套用中國哲學研究的現況中，找到了概念範疇研究的進路，並作為他早期思考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核心觀點，之後就是發展內在超越論的中國哲學真理觀。筆者以為，概念範疇研究法不是一個好的中國哲學研究方法，它有見樹不見林的缺點，固然可以擺脫唯心、唯物的僵化視野，以及碰不到問題重點的缺失，但是卻使得中國哲學的哲學性建構尚缺嚴密學的理論架構，因此筆者嘗試改進牟宗三、勞思光等哲學家的解釋體系，提出「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的四方架構，作為討論中國哲學的哲學基本問題解釋架構，以概念範疇為材料，或是純粹存有論進路的形上學研究，兩者配合，或可使得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嚴謹性更為彰顯。 [1: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自序＞頁2。] 


　　本文之作，將檢討湯一介先生在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許多意見，再進一步接著講，以為這正是接續湯先生關懷中國哲學現代化進程的繼志之旅，筆者與湯先生熟識，深信會獲得湯先生的關注的。本文討論方式，將以湯先生若干涉及此一問題的著作為本，述其意見，討論觀點，予以上提轉深，接續創作。

　　在《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中，湯先生自選之文包括以下幾本著作：《郭象與魏晉玄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儒釋道與內在超越問題》、《在非有非無之間》、《湯一介學術文化隨筆》等專書。這幾部書就是湯先生討論中國哲學的惶惶大作中之核心作品。筆者以為，其中最適合作為討論湯一介先生方法論觀點的著作就屬《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儒釋道與內在超越問題》、《在非有非無之間》這三本。唯一時之間，筆者手上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另有：《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以及三智最新編纂的《湯一介哲學精華篇》[footnoteRef:2]，所以，《儒釋道與內在超越問題》、《在非有非無之間》的要點，就要靠這兩本書中節選的材料來做討論。以下的討論，簡單依著作順序進行。 [2:  《湯一介哲學精華篇》，三智文化書院編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2015年8月第一版。] 


2、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之方法論反思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之作，可以說是湯先生中年時期最有爆發力的中國哲學研究反思之作，其中有儒釋道的專題研究之作，也有方法論的反思之作。本文之討論，以方法論的反思之作為主要對象。討論的問題包括：知行問題、範疇問題、比較宗教學、中國哲學研究。

（1） 知行問題

　　在＜論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一文中，附帶地提到了知行問題，湯先生說有些中國學者把宋明儒學中的知行問題認為是混和了認識問題和道德問題，有其侷限性和一定的錯誤。湯先生認為，知行問題本身更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道德修養和知行是不能分為兩截的[footnoteRef:3]。筆者以為，認識問題若為簡單的認識方法問題，朱熹講的讀書的方法就是這個主題，荀子講的＜解蔽篇＞的大清明心也是講的這個問題，甚至《大學》講的格物致知觀念也是在講要做事物的客觀研究的問題，只有王陽明講的「知行合一」才更多的根本是道德修養的問題。但是若就西方笛卡兒以後的知識論問題而言，則前述中國哲學的認識問題、道德修養問題就通通不是這種問題了，笛卡兒以後的知識論問題是認識認識主體的認識能力以求人類真理觀的界定，如果要談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問題，那就是要以知行觀這種道德修養的問題為對象，談其如何確定是道德真理？如何檢證信徒的實踐是符合價值真理的？這就絕對是中國哲學有所貢獻於世界哲學的新議題了。 [3:  湯一介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6、8、9。中國和平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第一版。] 


　　本文之中，湯先生力主知行問題是道德修養問題，當然是對知行問題的正確解讀，同時是對認為知行問題是認識問題的批判反對，那都是沒有深入中國哲學問題意識而做的表面文字解讀的研究態度，這樣的研究作品，即便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是充斥於學界的討論之中的。

　　就知行問題的本身而言，它是道德實踐問題，但它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因此是要研究客觀世界之後找出客觀知識並且用於治國平天下的實踐理想中，因此它確實有認識的意味在，但認識的目的是為道德實踐，所以認識的本身也是道德實踐的環節，它不是單純思考認識的方法、語言使用的邏輯、推理的形式等等早期知識論的課題，它就是客觀地研究事務的道哩，然後誠意正心地去修齊治平的道德修養事業的環節。湯先生說知行和道德修養不能分為兩截，其實就是認定這個知行無論是《大學》的用法還是王陽明的用法，都談得是道德修養的環節了。

（2） 範疇體系

　　在＜論中國傳統哲學範疇體系的諸問題＞一文中，湯先生展開了他的哲學創作之途。他認為中國哲學自有其一套獨特的哲學範疇，而不能簡單地和西方哲學以及馬克斯主義哲學的範疇等同[footnoteRef:4]，然後，湯先生就展開了＜關於中國傳統哲學範疇體系構想＞的研究工作，湯先生將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範疇分為三類：第一類講存在，第二類講形式，第三類講人。並說以上這些概念範疇，都是以儒道為主，並將佛教匯入。然而，筆者以為，佛教談得太少了，主要是儒道兩家。但重點是，湯先生的這些範疇構想，是想要替代西方哲學的概念範疇，而為中國哲學找到正確的研究進路而做出的架構，這樣一來，這些範疇的概念以及架構就顯得複雜多端，而且不能有效地形成理論的系統了。筆者之意是，要將中國哲學講清楚而不受西方概念範疇影響的話，該走之路並不是建立中國哲學的概念範疇，而是建立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的解釋架構，哲學就是講理論之學，理論就是能夠推演建構成一家嚴密的系統的，中國哲學自有其問題與概念，但概念是討論問題的「材料」，「問題」才是理論在面對的，「主張」是回答問題的答案，問題清楚了，中國哲學的主張才有其意義。然而，範疇並不能有效說明問題，範疇也不是說清楚答案的最佳方案，例如做宋明理學研究而有的理本論、心本論、氣本論諸說者，都說不清楚是在回答甚麼問題而提出的甚麼主張。離開西方哲學的範疇並不是走回中國哲學的範疇，西方哲學也不是概念範疇建構起來的，而是回答形上學、知識論、辯證法的問題而建構起來的，如果西方哲學的知識論、形上學、辯證法與中國哲學的特質不吻合，那就去找出相應中國哲學的問題，而將中國哲學各學派的理論放在這些問題所形成的解釋架構中，這樣中國哲學的理論就清楚了。筆者提出的：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設的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的解釋架構，儒釋道三家之學放在這個架構中，則所有的理論就能看清楚、講明白了。 [4: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23。] 


　　至於這些範疇，有些是回答宇宙論的，這就是湯先生講的第一類型的範疇，有些是講價值意識的，這在湯先生的範疇中就全部沒有出現，然而，中國哲學就是理想追求的哲學，沒有價值信念如何追求理想？價值信念就是終極意義，這是本體論在談的。本體論可以談價值意識，也可以談概念範疇之間的關係，但若是後者，其實要單獨抽離出來談的，就此而言，筆者有另外的一套談概念範疇的分類，那就是範疇一類（天道理氣心性情才）、價值意識一類（仁義禮知無為般若）、抽象功能一類（動靜有無一多本末體用）。其中範疇一類將被用在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的所有問題中，價值一類就是價值中心的本體論中所用到的，抽象功能一類是在建立命題時所需的輔助性概念，這一部分正是湯先生的第二類範疇在談的。至於工夫論的主要範疇在於談人，湯先生的第三類就處理了這一部分，但將心性放在了第二類，這也無妨，只是多了知行、名實、能所，知行是工夫論的概念，名實、能所還是抽象功能的概念，他們連同湯先生的第二類概念也是會被放在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的所有問題中而被談到的。筆者認為，這些第二類的抽象功能概念最不必確定其意，因為它們都是為了服務於所有學派所有問題在建立命題時的輔助性功能，決不專屬於哪一個學派，也不專屬於哪一個問題。至於境界論，這些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的概念也都用得上。總之，筆者以為，湯先生的範疇分類架構，並不能有效地將各家學派的理論體系清楚呈現，不如以哲學基本問題為架構來得更好。至於概念範疇的研究當然是門學問，而且是中國哲學研究走到了更高級抽象層次時的研究，抽離了學派的特質而專門研究概念的定義及其關係的研究，就像先秦名家以及宋明儒學的理氣論，以及馮友蘭講的經虛涉況的新理學四概念研究，湯先生的概念範疇研究自然也是抽離了學派特質的研究，因為他認為是包含了儒道佛各家的共同使用範疇，關鍵是，儒道佛各家畢竟是不同學派，理論的徑渭分明，分明就要靠體系來呈現，而這些範疇是無法達到體系分明的詮釋效果的，範疇只是材料，是用來談理論提主張的概念工具，至於抽象功能的範疇概念，更是為命題建立的輔助性概念，本身缺乏獨立存在的表意功能。

　　基於以上的討論，我們再來看看湯先生接下來在＜問題討論＞一節中所提出的三個問題：範疇是否成對？多少範疇才能將哲學講清楚？範疇能否反映中國哲學的特質？[footnoteRef:5]面對這三個問題，湯先生的答案都是不定的。等於是說，這些範疇建構的嘗試不一定能解決他想解決的問題。關鍵就是，範疇與問題的不對當。哲學理論是回答問題的主張，沒有清楚的問題就沒有嚴密的理論體系，亞里士多德的範疇是要回答實體的描述角度及進路，康德的範疇是要回答認識主體的先天架構，但是湯先生的範疇是要回答甚麼問題呢？其實就是要擺脫以西方哲學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哲學時的不相適應的困境而設的，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哲學基本問題中，最簡單就是天道論與人道論，細說下去有本體論、宇宙論、工夫論、境界論，湯先生也覺得範疇似乎太多，應該簡化，但更關心範疇如何說清楚中國哲學的問題。所以，筆者認為，湯先生的這一條路不比牟宗三、方東美、唐君毅、勞思光等人的進路更能有效解讀中國哲學理論，作為研究中國哲學的材料是理所當然，但作為建立儒釋道各家的嚴密學理論體系則是不夠的。後來，張立文教授則逐一地創作天、道、理、氣、心、性、情等範疇為中心的中國哲學研究成果，固然材料林立，但各家都被說散了，而要讓中國哲學發揚光大，各家的嚴密系統的理論建構必須成功，這就還是要靠適合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研究進路才成大功奏大效的。 [5: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41~43。] 


（3） 比較宗教學

　　湯先生在本書中討論了不少道教的課題，以此為基礎，便提出了＜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看研究比較哲學、比較宗教學的意義＞一文。文中，湯先生認為道教要達到神仙的境界，以及佛教要達到成佛的境界，這是做不到的，但他們仍有心理活動、認識過程、主客關係等等哲學問題上的貢獻[footnoteRef:6]。然而，在此之前的＜論道教的產生和它的特點＞一文中，卻說虔誠的宗教徒都不會接受宗教是迷信的立場，而是會把超人的神祕力量當作追求真善美的目標[footnoteRef:7]。關於中國哲學真理觀的問題，筆者近期的研究指出，理解的本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相信卻是理解的重要前提，特別是道佛兩教的研究，即便是儒家性善論的理解，若不相信，自然也是可以研究的，然而，所研究的成果就算有學術的意義也不能有體驗的效果，也就是說，對於中國哲學這種實踐哲學特質的研究在不相信的情況中所提出的研究成果只能是學派理論的外部知見，而不能有深入其中、得其法味、身體力行、獲得收益的效果。湯先生既然知道宗教徒是不會不信的，那麼對於他們所信仰的超自然能力的世界與經驗，就要提出學術研究的真功夫來對付，不相信一句話就過去了，但相信的話也不是就能準確說出其意，於是嚴密的學術研究還是根本重要的，然而，在人類世界的哲學討論中，士林哲學曾提出信仰再理解之說，也正是面對超自然經驗的學術研究態度所提出的方法，就此而言，在中國哲學的研究中，筆者以為，針對這種它在世界經驗的研究，正是中國哲學真理觀以及知識論課題的最前沿問題，筆者正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並已有成果產生。以湯先生的行誼來看，說他不信是很難講的，但他信不信是一回事，宗教徒必定是相信的這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學術研究者自己相信不相信當然是不妨礙他的研究的，但是不信的研究和信的研究是差距甚大的，從問題的設定、理解的角度、以及呈現的成果來說，信的研究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信的研究始終都是不相應的課題在外部揮舞而已，這就像是湯先生所批評的，以西方哲學和馬克斯主義簡單套用在中國哲學的研究中時，可能會有的缺點。 [6: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228。]  [7: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100。] 


（4） 中國哲學研究

　　本書最後的幾篇文章，＜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的結合＞、＜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也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如何發展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國外中國哲學研究一瞥＞等文章，都是湯先生總體性反思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論文。這裡也有些極有價值的思考。首先，湯先生思考馬克思主義怎樣和中國哲學結合的問題？湯先生認為可以找出中國哲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因素以及中國哲學可以補充馬克思哲學的若干部分[footnoteRef:8]。接下來湯先生就提出總體上看中國哲學的特質的觀點，其實就正是回應了如何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的問題。湯先生指出四條：理想主義、人本主義、辯證法、理性主義[footnoteRef:9]，在後來的著作中湯先生就明確提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哲學共有的幾點特徵，其中最關鍵的是兩者都是理想主義的以及兩者都是實踐哲學的。筆者對馬克思主義沒有研究，對於湯先生提出的觀點敬表贊同。 [8: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266。]  [9: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267~274。] 


湯先生接下來談了許多關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指出哲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不同，思想史重視歷史因素誠固其然，但哲學史更需要突出其中的理論邏輯關係[footnoteRef:10]。當然湯先生認為的理論邏輯關係是放在概念範疇的構築上講的，而筆者認為要放在哲學基本問題上講會比較好，這無妨，重點是，湯先生指出，過去在談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比較的時候，卻找不到重點，關鍵就是，解放以後，根本就一直是用西方的架構談中國哲學，所以中國哲學當然沒有特色，而要談比較也就無從談起了[footnoteRef:11]。誠哉斯言，所以深入了解中國哲學正是我輩中國哲學研究者的神聖使命，而創造好的研究工具才是深入研究的基礎，然而，必須正確理解之後才會有好的準確的詮釋，也才會開發出好的研究工具，這其中，相應的心靈、相信的態度絕對是必要的前提。 [10: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283。]  [11: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291。] 


　　湯先生最後提到劉述先先生的話，認為中西哲學的匯合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footnoteRef:12]，因此如何會合是中國哲學研究者的重大使命，因為中國要對外開放，還要影響世界，但中國哲學工作者自己做得好不好是事關重大的，我們要自己創造，向自己學習，而不是老是一味地使用西方的方法，當然，哲學是普世共同的語言，中國哲學的特質必將獲得普遍化，然而，沒有清晰的哲學語言與嚴密的研究工具，普世化只是空中樓閣，我們共同努力吧。 [12: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頁300。] 


3、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之方法論反思

　　本書集結多文，但有重要方法論意義的主題，就是內在超越觀念。其中涉及到與西方宗教做對比以及與牟宗三的新儒學做對比兩項。

（1） 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

    湯先生講的內在超越的內在指得是人的本性，性善論的價值觀，仁與神明等，所謂的超越指得是存在的系統，天道太極等[footnoteRef:13]，這就對比於西方柏拉圖和雅理士多德的哲學，他們有一外在超越的架構，既有超越性本體又有現象世界。這兩個詞彙本來可以是談形上學存有論的架構，但湯先生卻把它和道德實踐的問題連在一起講了，並認為西方人的外在超越能協助人類的道德實踐，因為光靠人類自己的內在力量常常是力有未逮、易於墮落的[footnoteRef:14]。然後，湯先生又把這種差異的架構放到社會體制上去談，主張就儒家第三期而言，可否由內在超越開出既內聖又有現代民主社會的外王之道以及能否由有心性論特徵的內在超越開出科學的認識論體系[footnoteRef:15]，又說：中國能否藉由吸收有外在超越特徵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完善中國的體制以及更加地適應現代化社會[footnoteRef:16]。湯先生的內在超越本來是對儒學而提出的，但接著又發現佛教、道教也都是以內在超越為特徵的。 [13: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頁548。]  [14: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頁557。]  [15: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頁557。]  [16: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頁569。] 


    對於這些意見，筆者以為，湯先生把太多不同的問題放在一起談了，以致十分難以討論。第一，談形上學問題，最高實體範疇與現象世界是一是二這是一個問題，就此而言，中西各種體系類型都有，但恐怕都須善會解，否則錯解的可能也是很常見的。第二，談道德修養問題，道德意志的發動主要在於主體心？還是外力的協助？這是另一個問題，但就算有外力協助，也不表示不需要主體心的自覺提起，只是主體心的自覺提起的效果是否強大？有無外力協助的需要？基督教就是外力協協助，但是大乘佛教的心真如就是內因外緣同時作用，並沒有拒絕外力，也就是說，強調內在超越的中國哲學未必不接受外在超越的系統，這指得是在做工夫的問題上言，尤其是道教的神仙法術，都在祈求神仙襄助了，豈無外力呢？第三，有外在超越實體和有客觀社會體制不能算是同一個哲學問題。道德實踐既靠自己也靠上帝神明菩薩，故而可以說有內外的會合，但社會體制就是世間法的問題，選擇甚麼樣的世間法是社會歷史文明發展進程上的事，不必一定要中國哲學的理論來負責這個任務，每一種哲學都有它要負責的任務，儒釋道各自負責不同的任務，但都沒有特別涉及民主政體的問題。關於政治制度的問題，傳統中國哲學就是帝王制度下的官制及禮法，至於當今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筆者以為，只要論證儒家內聖外王之道、及內在超越哲學與其沒有內在衝突，且可結合就好了，內在不衝突是毫無疑問的，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價值立場上必然是會支持民主政治的，只是過去沒有這種經驗，沒有想過民主政體的形式，故而傳統儒家未及論之。至於結合的部分，只要是政治體制，就有管理者階層，也就是官僚體制，只要是做官，就要為民服務，民主政體也是有官員的，儒家的服務精神既是封建體制政治官僚的價值，也是民主體制所有官員的價值，有此價值上的結合就是最好的理論出路，至於制度，必是要仿效及開新的。

（2） 良知坎陷與天人合一

　　在本書最後所選的＜對中國哲學的哲學思考＞一文，又整體地再反思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問題，湯先生再度談到中國哲學的概念問題，以及中國哲學的命題，還有理論體系的問題，同時也再度討論內在超越的問題。在命題討論一節中，湯先生提到了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說的不同[footnoteRef:17]。開出外王以及開出科學都是牟先生與湯先生共同關切的中國哲學發展的理想目標，但是湯先生認為牟先生的良知坎陷以說科學認識的辦法不好，湯先生自己提出的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之路。筆者認為，湯先生這個話題還可深入再談。牟先生之路是他自己過於強調陽明良知說以辯破程朱格物致知說所導致的糾纏，因為過於貶抑客觀認識之路，但又不能不處理這個議題，不能不在儒學系統內給出客觀知識的認識途徑，於是在一切都是良知唯一的前提下，只好說客觀知識要靠良知的坎陷。其實，何須坎陷？客觀知識本就是在大學是為了治國平天下的起手步驟，孟子性善論中也有仁義禮知，知的工夫本來就是儒學系統內的要點，是牟宗三承陽明把客觀認知當成主觀良知解讀，於是，人心中沒有了負責客觀認知的主體，只好拜託良知坎陷一下。因為客觀認知是不能不有的。 [17: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頁782。] 


    湯先生對牟先生之說不以為然，提出了天人合一之路，筆者認為，也未必直接面對了牟先生的問題。天人合一講的是境界，是主體實踐以達聖境時與天道價值合一時的境界，湯先生的內在超越，是說那個超越的道體是內在於人心的本性，既然也是本性，其實就是講工夫論的前提，是工夫論必須要有的立場，這個立場就在良知良能我固有之中見，而良知就是天理，因此天理就在人心，天理在於人性之內，謂之內在超越，講超越卻內在，則人心主體可自做工夫，與天地並齊，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筆者之意是，湯先生的內在超越是講工夫論的張本，藉此說以講中國哲學中的工夫論，但是，達天人合一之境時是否解決了中國哲學的客觀認識不足的問題呢？筆者以為不然。關鍵不是聖境者沒有客觀知識，而是客觀知識本來就在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中並不缺乏，所以這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澄清中國哲學中對客觀認識的意旨主張就可以了。《大學》格物致知就是講這個東西，當然中國科學的格物致知成了傳統中醫傳統、教育傳統、個人技藝等等，但這種價值態度與當今西方科學的價值態度沒有甚麼根本的不同，只要向西方學習科學知識就可以得其所長。不過，得到之後還是要以道德價值信念來處理這些知識的運用，也就是誠意正心，之後修齊治平，這倒是中國哲學面對客觀知識的特殊強調。也就是說，中國哲學研究者根本不必要費心盡力地去尋找中國哲學可否與西方科學會通合流收其所長的問題，科學心態中國本來就有，只是科學理論不如西方發達，這當然可以討論文化特徵的因素，但不會是儒釋道哲學中的甚麼因素促成或阻礙了科學知識，過去文化傳統中沒有，就把它拿起來就好了，例如今日社會，沒有人會擔心互聯網可否與中國傳統文化共同發展，因為互聯網只是科技，文化是其文明價值內涵，科技要為它服務，它倆就共生了，手機、電腦、高鐵、網路都可以為傳統文化服務，不需要擔心中國傳統哲學和這些科學科技的融通會合的問題。其實，一百年前梁漱溟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就看清楚了，中國之長在政治哲學，在政治哲學中的道德意識，西方長於物質文明的科學技術，這些東西要全盤地向西方學習，但中國科技武器國力強大之後，中國和西方要在政治上採取儒家天下為公的做法，這樣才會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政治要搞好，要靠內在超越，內聖外王，這就是要做工夫，但民主政體要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要向西方學習，民主政體也是對政體的科學研究的成果。當然，科技也好，政體也好，都必須與時俱進。具備了科學精神之後，中國也可以自己發展，但這一條路向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初年，西方走得比中國和印度都遠得好多好多，但不是中國自己沒有這一條路，而是沒有人家走得好，現在就乖乖地客氣地學就好了，學起來之後與他人並駕齊驅。民主共和政體也要學習，但運用恰當之後，就是要他人學習中國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了。就此而言，梁漱溟心中並沒有中國文化能不能有客觀認識以及科學精神的問題，只要去做就好了，因為那就是對付物質文明問題的理性態度而已。至於民主政體，也是科學精神的產物，湯先生會有這個問題，是面對中國社會現況而發出的疑問，然而，社會現況是人類歷史造成的，中國傳統哲學固然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恐怕沒有那麼大的決定力量，還是歷史的機運與英雄豪傑的氣質使然，以為是中國傳統哲學的責任，因此打算改造提升中國哲學的功能，以為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負責，筆者以為這是智者多慮了。

    本文中，湯先生對內在超越的特性又做了許多的思考，再度提出利瑪竇的意見，主張中國人自信靠自己，而不信外在上帝的力量，並且主張外在上帝以及外在客觀體制有助於改進中國社會的問題。[footnoteRef:18]筆者以為，這仍然不是對題的思考。基督教和民主政體不是一個問題，人的道德修養要依儒家、道家、禪宗還是基督教這是一個問題，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處理，要更多地使用西方政體還是不管他們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道教與菩薩的主動救助都是中國哲學傳統中有外力協助的修養論型態，這種型態中國並不缺乏，儒家靠自己的道德信念，但道德信念是天道，天道也有其對越在天的超越意味，雖然，確實仍是自立的意味。利瑪竇所說的就是相信上帝的救助，人是弱者不是強者，道德意志有力不從心的時候，非靠上帝的協助不可，這是有神論的宗教之一般型態，但總是基督教最為強調上帝的助力。湯先生認為，這種關於個人修養的教義立場是外在超越的西方形式，它們十分適合以社會體制的客觀法制作為社會管理的模式，而這一條路，可以是對中國社會管理的重要補充[footnoteRef:19]。筆者以為湯先生是做了聯想，但理論的內在關係尚待論證。 [18: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頁813~814。]  [19: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頁814。] 


    隨後湯先生又講了墨家的科學、邏輯、認識論因素是對建立客觀政治法律制度較有利[footnoteRef:20]。科學、邏輯對建立客觀制度雖有幫助，但墨家依然是皇權體制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背景，其中亦是民本為主，但關鍵還是民主共和政體與否的問題，而操作當否，又回到了人文心態，民主共和政體在今日的中國亦不缺乏，如何恰當其事？筆者認為，傳統儒釋道的人格修養，還是核心價值，有其大功，因此，價值觀上恢復優良中華傳統文化，提升個人修養層次，政治體制上繼續走在依法治國的道路上，出路是明確坦蕩的。 [20: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頁816。] 


4、 《湯一介哲學精華篇》之方法論反思

　　本書節選的文章面向廣泛，在方法論思考上有意義的問題有三：補充中國哲學的知識論面向，建立中國哲學的解釋學，以及儒家和馬克斯主義的融通。

湯先生講到金岳霖和張東蓀想要為中國哲學補上知識論的一課，但有外在於中國哲學的傾向，是把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嘗試，[footnoteRef:21]湯先生又提到，必須要建立中國哲學的解釋學[footnoteRef:22]。以及，馬克思主義和儒學有共通點，理想主義、實踐哲學、關心社會、辯證法[footnoteRef:23]。 [21:  《湯一介哲學精華篇》頁296~297。]  [22:  《湯一介哲學精華篇》頁300。]  [23:  《湯一介哲學精華篇》頁316~326。] 


先談知識論和詮釋學。建立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和解釋學都是應談可談必談的中國哲學現代化、國際化的議題，這一條路走了百餘年，但仍有待努力，學界共識仍然缺乏，百餘年來，佛學量體廣大，儒學建立了新儒學，道家道教亦有深厚基礎，但是就整體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和解釋學而言，並未成說，關鍵是，必須在中國哲學的深度理解基礎上建立的知識論和解釋學，才有貢獻於中國哲學和世界哲學的實效。就此而言，筆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知識論要深入中國哲學的實踐特質，且要認識道佛兩教的它在世界觀，然後宣說中國哲學的理論系統性為何？並探究實踐活動的檢證方法？以及討論各家不同學派的適用性問題？最後提供選擇性的建議？就系統性建構而言，可以說是解釋學的議題，建構一套解釋體系去說明各家理論的嚴密推演系統，使得中國哲學各家都有思想以理論的架構去言說的面貌，這也正是梁漱溟所說的哲學的特質，中國哲學不乏智慧，卻少層次分明的推演形式，這一部分，建立起來就行。筆者便以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論去言說中國哲學這種具有實踐哲學特質的解釋架構，應有清晰解讀言說辨析的貢獻。把實踐哲學的解釋架構建立起來，亦當有所貢獻於世界哲學。這是中國哲學處理知識論反思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討論檢證的問題，笛卡兒以後的知識論透過認識能力的反思重建普遍原理，自是以後沒有不在認識能力的基礎上可以言說的哲學命題，然而，東方實踐哲學有工夫論，工夫實踐是呈現普遍命題的路徑，實踐實現便是證成，前說系統的建立是理論一致性的完成。實踐成功便絕對是證成了。重點是，實踐是否成功是檢證的議題，這就不是西方知識論的強項，深入挖掘，建立言說，是中國哲學有所貢獻於世界哲學的項目，利人利己。筆者提出：既是實踐的檢證，亦須分別實踐者的類型。有創教者、有研究者、有實踐者、有檢證者，檢證面向宜分類論述。檢證之後是適用性問題。中國哲學重價值，都是絕對主義心態，但各家紛呈之下，差異可見，關鍵是各家面對問題不同，世界觀不同，解決的問題不同。問題隨人感知，需求便有不同，是什麼問題就適合什麼學說，找出各家適用性問題，也是解釋學的要點，更是知識論的課題。最後，人當如何選擇？面對眼前問題？還是人生終極問題？一切還是回到個人的感知層面。筆者區分此在世界它在世界的不同系統，也區分世間法出世間法的不同，世間法都要學習運用，出世間法就一家深入，直超天界。天界，也是隨個人感知而已。

對於儒學和馬克斯主義的融合問題，筆者對湯先生講的前兩點願進一言，理想主義是毫無疑問的儒學型態，而理想就要行動，行動就是實踐，東方哲學就是實踐哲學，筆者建立的解釋架構就是實踐哲學的解釋架構，藉由宇宙論把世界觀說清楚，藉由本體論把價值觀說清楚，藉由工夫論、境界論把人生觀說清楚。藉由檢證理論把實踐哲學的實踐檢證問題說清楚，藉由適用性與選擇性把實踐哲學的知識使用說清楚。實踐哲學必有理想，這也是儒學是理想主義哲學之根本，理想必須堅忍修煉以圖成，這是實踐者的任務，但理想必須認識清楚，這是研究者的任務，實踐的過程中需要有人引領，這是檢證者的角色，檢證的同時就是在教導，這是禪宗公案的精髓。討論檢證的問題必須深入經典，而經典中有些作品卻直接就是談檢證，禪宗公案，菜根譚的精句，很多都是在談檢證的論述，資源豐富。

現下，中國哲學走在國學之路和哲學之路兩條道路上，國學以深入民間成為國人修養的圭臬，哲學則應走向世界成為貢獻國際的論壇。筆者卻在國學的講述中看到了中國哲學有所貢獻於世界哲學的知識論素材，那就是人格評價的諸多言語，恰恰就是討論檢證理論的深刻智慧，轉化為檢證命題，就是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創作。

然而，知識論名相已定，西哲同道未必接受如此進路討論知識論，若是，改稱中國哲學真理觀亦無妨，一旦意旨清晰，沛然莫禦，真理觀便凌駕知識論用語，仁智互見矣。

5、 結論：

　　中國哲學還有長遠的研究道路要走，這是我輩哲學工作者的責任。中華國學更必須當下落實，這是所有具備中華心靈的知識份子的責任，任務更重，我們一起努力吧。謹以此文，獻給湯先生，哲學之路，繼續開創，國學之道，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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